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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史料分析的方法，通过杜亚泉的有关论著、译著、期刊发刊词、编者按语、教科书序言等，对其科技编辑思想作
了系统研究。认为其科技编辑思想乃至科学思想具有极强的探索性和拓荒性，在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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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亚泉（１８７３—１９３３年）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致

力于西方科学知识引进及普及的标志性人物，一生致力于办

刊教育。关于杜亚泉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有多种论著涉及，

但科技编辑思想的研究，仅见有俞望的《探析杜亚泉的科技

编辑思想与贡献》一文［１］。本文侧重史料研究，依据杜氏有

关论著、译著、期刊发刊词、编者按语、教科书序言等，试图重

新认识其科技编辑思想。

１　“工艺为一切事物之本”，“二十世纪者，
工艺时代”

　　杜亚泉在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十月所撰的《亚泉杂志·

序》，突出地表明其对２０世纪初叶中国时局切中时弊的看法

以及通过科学期刊“传述”“西艺”和借此强国的主张。首

先，他从分析我国近代自与西方交往以来，特别是甲午战败

以来，知识阶层对中国图强的不同看法入手，提出：“我国自

与欧洲交通以来，士大夫皆称道其术。甲午以后，国论一变，

啧啧言政法者日众。即如南皮张氏所著《劝学篇》，亦云西政

为上，西艺次之。氏固今之大政治家，所言必有见，且政重于

艺，亦我国向来传述不刊之论也”。这就是说，他不同意“西

政为上”“西艺为次”，不应该是“政重于艺”，而应该是“艺

重于政”。这里的“艺”即指科学技术。接着，他浓墨重彩地

论述了政治（泛指人类社会生活、社会进步）与艺术（指工艺

技术或实业、科学技术）的关系，提出：“政治与艺术之关系，

自其内部言之，则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谛，

非艺术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

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治、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

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

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且政治学中之所谓进步，

皆借艺术以成之。例如电信通而后文报疾是也。抑吾岂谓

政治学之不适于应用”。他进而形象地指出：“譬之人身，必

以手、足、耳、目、口、鼻，组合而成，脑髓只须一个。又譬之船

舰，水手要多，船长只须一人，则存活我社会中多数之生命

者，必在农商工艺之界可知矣。今世界之公言曰：二十世纪

者，工艺时代”。他把人的头脑喻为政治，而将手、足等喻为

科学技术，又将船长喻为政治，把水手喻为科学技术，并预言

２０世纪为科学技术的时代，认为欲图祖国富强，就须发展科

学技术。所以，“亚泉学馆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

其目的盖如此”［３］。这后者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其创刊《亚泉

杂志》的目的。

在１９１５年所撰的一篇论文中，他指出：“欧美事业所以

有今日之势力者，非短时间之产物也，必经由科学之阐明，技

术之进步，知识之增进”［４］。在为商务印书馆青年励志会创

办的《工艺杂志》所撰的序中，杜亚泉进一步强调：“鄙人向

日读译籍之述西洋工艺者，辄心向往之，以谓工艺为一切事

物之本。农之所产，赖工艺以增其值；商之所营，赖工艺以

良其品；社会文化之兴，工艺实助成之，故印刷捷而书报得

以广布，仪器精而科学得以发达（如显微镜之于霉菌

学）”［５］。

然而，杜亚泉又指出，“记者自料非能期此目的者，且区

区杂志，讵足当此目的”，即仅靠《亚泉杂志》“一片败叶”，难

以成“林”，“惟冀为他日艺林”的形成，也就是说要通过《亚

泉杂志》促成科学之林的形成。这正是杜亚泉连续创办《亚

泉杂志》、《普通学报》，改良《东方杂志》，以及编写数十部自

然科学教科书、工具书的初衷所在。其中尤其是《亚泉杂

志》，可以说首开科学期刊之先河，增添了晚清中文期刊的新

类型，亦使杜氏成为国人自办综合性科学期刊之父，特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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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传播、科学名词术语的划一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也由此

“一叶”促成了中国科学期刊之林的繁茂。这也确定了《亚

泉杂志》以传播科学技术为宗旨的基调，并形成了我国第一

份国人自办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的基本办刊思想。

２　“蹙然忧”“甲午之秋中日战耗”，“外患
之将日益亟”，岂“置国事若罔闻”，不如

“倾心天下万物之原理，穷日力以研究”

　　杜亚泉对甲午战争以后政治颓败、国势日落，以及知识

界不重视科学，却沉湎于科举或考据词章的现状忧心如焚。

他在《亚泉杂志》补白中不无忧虑地指出：“甲午之秋，中日

战耗传至内地，予心知我国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将日益

亟也，蹙然忧之。时方秋试将峻，见热心科名之士，辄忧喜狂

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汨人心性，而科举之

误人身世也，翻然改志，购译书读之”［６］。这是杜亚泉心迹的

一个重要表白，也是其为什么从追取功名转向化学研究，以

及为什么创刊以化学为特色的《亚泉杂志》的惟一一次自我

表白。

由此，从甲午战后直到其在《东方杂志》转向政论为止，

这一时段是他筚路蓝缕，全身心投入自然科学教育、化学研

究和化学传播的一个独特时段。他回忆：“得制造局所译化

学若干种而倾心焉以谓天下万物之原理在是矣，穷日力以研

究之。购造粗拙之瓶?，搜罗纷杂之材料，水溶火煅，昏瞀终

日，丧财耗精，千失一得，僻居乡曲，无所见闻，畏化学器材之

繁贵，不敢问鼎，仅仅得寄其心思于卷帙之中而已”［６］。

３　勿使青年“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
“今日学生之趋向”，应“潜心实际，熟习

技能”，“用之实务”

　　杜亚泉将其科学救国的理想寄托于２０世纪的青年一

代。他在《亚泉杂志·序》［３］中对于晚清民初留日潮中，只

重视法政学习，而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学习尤为担心，他指出：

“吾恐吾国之人，嚣嚣然争进于一国之中，而忽争存于万国之

实也。苟使职业兴而社会富，此外皆不足忧。文明福泽乃富

强后自然之趋势。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惟资本之缺乏为可虑

耳，吾愿诸君之留意焉”［３］。他在此所说的“万国之实”、“职

业兴”、“文明福泽”、“资本”，实际上均指科学技术，认为它

才是强国的根本，才是２０世纪青年一代所应该潜心之职业。

他又指出：“设使吾国之士，皆热心于政治之为，在下则疾声

狂呼，赤手无所展布，终老而成一不生产之人物；在朝则冲

突竞争，至不可终日。果如是，亦毋宁降格以求，潜心实际，

熟习技能，各服高等之职业，犹为不败之基础也”。他以德国

和日本的强国之路为例指出：“德意志之兴，虽其君相之贤，

而得赉赐创置新枪，中兴之功，未始非铜匠之力耳，且吾更有

说焉”；“夫日本固以改革政治而兴者。今其教育社中之言

曰：今日学生之趋向，欲当于应用之实务者甚少，可为国家

忧。见社中所著游学案内，亦此意耳”。

在这方面，２７岁的杜亚泉可以说是身先士卒，为青年一

代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无论在《亚泉杂志》、《普通学报》，还

是商务印书馆和《东方杂志》，他提携了一批青年加入科学传

播事业。如《亚泉杂志》和《普通学报》扶持起来的扬州知新

算社社长周美权（周达），不仅在《亚泉杂志》发表《平圆互容

新义》等其最早的数学论文，到后来《普通学报》连续发表其

１１篇数学论文，以致引起国内和日本学界的注意。可以说周

美权完全是被杜亚泉发现和扶持起来的一位晚清民初数学

家。晚清民初著名化学家虞和钦也是杜亚泉偶尔在一次社

交活动中发现并用《亚泉杂志》扶持起来的。随着杜亚泉进

入商务印书馆，从北京大学冶金系毕业的侄子杜其堡亦被介

绍入馆，在印刷、管理方面也推荐不少绍兴同乡进馆工作，并

拟定出版计划，置备图书。事实证明。其中，从事动物学编

辑的杜就田、负责数学编辑的寿孝天、骆师曾，负责《东方杂

志》的集稿、编排的杜山次，教师参考书编辑章锡琛、接任《东

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等，都是在杜亚泉提携指导下成长起

来的科技编辑。

４　“广播书籍”，“发达民智”，“印刷之事，
实为吾辈求进步之脚踏车”

　　《亚泉杂志》创刊号卷末“辑录余谈”中上下排放有两幅

图（见图１），一幅是一台印刷机，一幅是一辆当时最时髦的

代步工具脚踏车，用这两项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科学技术发明

非常形象地表达了杜亚泉重视科技编辑出版的思想。

图１　象征“读书人”的晚清出版事业象征———印刷机器和象征

读书人“自求进步，速如奔马”的晚清上海最时髦的代步工具

——— 脚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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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认为：“或问此书卷末绘印书架及脚踏车图，何

意也？答曰：亚泉之意，劝我辈读书人自求进步也”。这里

的“书架”即印刷机器，代表读书人，也代表出版事业；脚踏

车则为当时除火车、汽车、轮船外最适合平民，且有较快速度

的代步工具，“读书人”骑上它，进步的速度就会加快。这种

比喻，真是切贴适时，形象生动，也很有科学味，恐怕只有长

期接触科技事物或从事出版事业的人，才会有这种联想。杜

亚泉进一步认为：“试观近年来出版新书甚属寥寥，著作之

权落于书贾之手，大率任意抄袭，改换名目，而士林争购之。

其弊之由来，因吾等读书之人胶固成见，不肯著出新书，又不

留意印刷之事，意谓著作盛业不可妄，希且必藏之名山，传之

后
$

，方可不朽。此意虽甚盛重，而实阻碍文化之进步”。然

而，“书籍者，记录事物、传布意旨、交换知识，非必务冀不朽，

且世界中除经典史册外，亦断无传之不朽之书。东西书册，

岁岁更新，陈编旧简无过问者，盖精益求精，每数年必须修改

也。至印书之事，我辈尤宜留意图表行幅之类著作者，皆自

具匠心，若任他人为之，多失本意。我辈际此时，会当以将来

文学之汲引者自任，若非广播书籍，何以发达民智，故印刷之

事实为吾辈求进步之脚踏车矣”。正是由于“铅字石印之法

兴，士风一变”。“吾观西来教士，到处设书会印书，廉价广

布，其精到者士林皆珍为鸿宝，有名之印字馆皆教士所立，窃

恐将来进步之事，借外力以成之”。如果我们不发展自己的

出版事业，那就会被传教士越俎代庖，取而代之。

因此，杜亚泉以亚泉学馆和《亚泉杂志》“小效其效”，但

“普及尚在来日”，“故取义于此车。此车不借风力、人畜之

外力，自求进步，速如奔马”［７］。这正是他的“区区寓意”。

杜亚泉正是从自学自然科学，自学日语，到创办亚泉学馆、普

通学书室，创刊以科学为特色的《亚泉杂志》和《普通学报》，

改良《东方杂志》，编辑或著译７０余部以自然科学工具书和教
科书为主的著作，在《亚泉杂志》、《普通学报》、《东方杂志》等

刊发表以科学和政论为特色的３００余篇文章，亲自实践了他
发表的这两幅图的寓意，即“广播书籍”，“发达民智”，“自求

进步，速如奔马”。他终生从事出版事业，传播科学，骑着

“自求进步，速如奔马”的脚踏车度过了短暂而壮丽的人生。

５　“旧译化学”“于教科颇多窒碍”，“命名之
定理，一曰简便，二曰能表明合质之组成”，

“以后本杂志悉准是表”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杜亚泉在从事化学著译、教学与
编辑出版的实践中，即深感：“我国已译化学书虽不多，然名

目参差百出。肄业者既费参考，续译者又无所适从，且近世

检出之新原质，名目未立，无可稽考。平日寒斋披阅，常作表

以便检，偶有记录，即藉表以为准。其旧有之名，大都从江南

制造局译本者居多，并列他书译名之异者，若未有旧名，不得

已而杜撰之，有‘米’者皆是。非敢自我作故，亦冀较若划一

耳。以后本杂志中有记述化学者，悉准是表，故不揣疏漏而

录之”［８］。其中，“以后本杂志中有记述化学者，悉准是表”

的做法，实际上是提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名词的命名编辑规

范，对于从出版源头上把好科学的规范化传播尤其具有重要

意义。杜亚泉在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９月所译《中学化学
新教科书》中对其化学命名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我国旧

译化学，于合质不立名目，即以分子式为名，然于教科颇多窒

碍。一则不便于称述……二则初习化学时，断不能言分子式

之所由来……三则合质互相化变时，其性质难于明了”。“命

名之定理，一曰简便，二曰能表明合质之组成”。他认为《中

学化学新教科书》原著者、日本化学家吉田彦六郎在该书无

机物命名法叙论中提出的命名原则是适当的，即“命名之当

不当，只能就应用之便不便论之，不能就学理之合不合言之，

故惟有就其物质对于他物质所生常见之感应以为其组成之

标准而已”［９］。其中“当不当”、“便不便”、“合不合”，显然已

被杜亚泉发展为“一曰简便，二曰能表明合质之组成”，同时

也被运用到了命名实践之中。比如化学元素的金属左偏旁、

气体元素的“气”字头、中文音译、词尾以“谟”结束、读音以

右旁汉字读音为准等都很简便合理。

其中，以星号标记的杜撰者有：“氩”（亚儿良，Ａｒｇｏｎ）、
“铍”（别利留谟，Ｂｅｒｙｌｌｉｕｍ）、“?”（斯甘胄谟，Ｓｃａｕｄｉｕｍ）、
“铥”（丢留谟，Ｔｈｕｌｌｉｕｍ）、“镱”（伊的尔彪谟，Ｙｔｔｅｒｂｉｕｍ）、
“镝”（实实乌谟，Ｄｉｄｙｕｍ）等化学元素，其命名均出自杜亚泉
之手，并被一直沿用至今。惰性气体元素的“气”字头，也由

“氩”衍生而来。其余有中和、分解、分子式、分子量、化学式、

化学反应、化学方程式、化合物、元素、有机物、有机酸、可逆

反应、合金、原子、原子价、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干燥剂、挥

发、电离、电解、溶解、饱和液、试验纸、蒸馏、还原、二硫化铁、

王水等９０余种化学名词术语、化学物质名称都出自杜亚泉
之手，来自其首创的我国第一个化合物命名方案［１０］。

民国初年，他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京担任

国音统一会会员，为文字、注音等的统一做出重要贡献。杜

亚泉“以圈点二十四史作试验，历时两年多，他最早建议增加

一种‘，’，并获采用”［１１］。他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工作中，也

为我国新式标点的创制试验和推广做出积极的努力。

自１９世纪中叶，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家开始着手近代西
方化学名词术语的汉译传播以来，已有１３０多年的历史。丁
韪良（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Ａ．Ｐ．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２７—１９１６）、玛高温（Ｄａｎｉｅｌ
ＪｅｒｏｍｅＭａｃｇｏｗａｎ，１８１４—１８９３）、华蘅芳（１８３３—１９０２）、嘉约
翰（Ｊｏｈ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Ｋｅｒｒ，１８２５—１９０１）、何然（１８７１—？）、傅
兰雅（ＪｏｈｎＦｒｙｅｒ，１８３９—１９２８）、徐寿（１８１８—１８８４）、毕力干
（ＡｎａｔｏｌｅＡｄｒｉｅｎＢｉｌｌｅｑｕｉｎ，１８３７—１８９４）等曾为此作出贡
献［１２～１６］。以上大多为通过图书媒介传播西方化学名词术语

的代表人物，然而通过期刊媒介传播近代西方化学名词术

语，并提出命名思想和给出规范化标准者却始于杜亚泉主编

的《亚泉杂志》。在此之后，还有鲁迅在《浙江潮》，任鸿隽、

吴承洛、曾昭伦在《科学》，梁国常在《学艺》等期刊，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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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名词术语汉译传播［１７～２３］。

６　“先民精神上之产物……固当发挥而光大
之”，“应该把中国的医学……用科学的方

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范围以内”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认识，杜亚泉指出：
“夫先民精神上之产物，留遗于吾人，吾人固当发挥而光大

之，不宜仅以保守为能事，故西洋学说之输入，夙为吾人所欢

迎”［２４］。这是五四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论战的焦点之一，

它说明杜亚泉并非陈独秀所指斥守旧，反而杜亚泉在文化思

想上反对保守，同时也对西洋学说有正确认识。在《亚泉杂

志》，经由日本对西方化学的传播，以及在商务印书馆理化部

经由日本翻译编写的大量自然科学教科书的实践都表明了

他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正确认识。他将这种思想运用

到解决废除中医还是继承中医的论争之中，批驳余云岫和陈

独秀关于中医非科学的观点［２５］。建议“融会而贯通”“中西

医学”，指出：“若要高明的医生，所谈阴阳五行六气三候之

类，决不能说他全无道理。不过他们没有学过西洋科学，不

能用科学的名词术语来解释它。若是有科学知识的人，肯把

中国医学的理论，细心研究，必定有许多地方，比西洋医学高

深呢”。“现在学西医的，或是学中医的，应该把中国的医学，

可以用科学说明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

范围以内，不能用科学说明的，从‘君子盖阙’之义，留着将来

研究”［２６］。这显然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比起陈独秀“连李杜

诗文这样的人类文化中的瑰宝也加以贬斥的宣判式否定批

判更符合科学精神和科学原则，也更有利于对传统的扬弃和

接纳科学”［２７］。

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一种文化统整说。对于国学，他

认为“关于名教纲常诸大端，则吾人所以为是者，国人亦皆以

为是，虽有智者不能以为非也，虽有强者不敢以为非也”；对

于西学，他认为“今日种种杂多之主义主张，皆为破坏以后之

断片”，其“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２４］。他还进一

步认为，要“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

之中”，“进化之规范，由分化与统整二者互相调剂而成”［２８］，

“就分化言，可谓之进步，就统整言，则谓退步无疑”［２４］。这

些思想，实际上是提出一种带有东、西调和色彩或“中体西

用”色彩的“文化统整观”。对于这种“统整”，他还继承严复

“开民智”和“民之可化，不可期之以骤”的思想，主张“必以

国民教育为前提。此治本之策，非经数十年之陶铸不为

功”［２９］。这种渐进而行的思想，相较于激进思想，也显然有

其合理的一面。

７　结语

杜亚泉的这些思想认识，大多发表于杜亚泉自己主编的

《亚泉杂志》、《普通学报》、《东方杂志》等期刊。这些思想必

定会影响期刊传播的方针、范围和内容，尤其是其中的科学

思想，必定会转化为期刊传播思想或科技期刊编辑思想，影

响到期刊的宗旨、定位和风格的形成。

杜亚泉对大型文理综合性的学术期刊《东方杂志》的改

造，创造一种以化学传播为特色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亚泉

杂志》类型，到创造以数学为特色和试图贯通文理的《普通学

报》类型，贯穿杜亚泉整个办刊生涯的科学编辑思想具有极强

的探索性和拓荒性，在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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